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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发展及成因进行研究。指出，该

地区地处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农耕与游牧的半农半牧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伴随着

两种文明的不断碰撞与交融，武术这一身体文化也在该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并对摔跤、射箭和

武术文化进行具体分析。对成因的探究显示，黄河是凝聚农耕思想的武术身体文化在晋陕蒙边界地区

传播发展的根基与命脉，长期的民族冲突为武术技击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动力，移民则是武术文化在

该地区传播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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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武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作为中华先

民身体文化的结晶，武术在中国乃至于东亚、东

南亚文化圈中都有着重要影响。地理环境对于文

化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所以地理学也成为武术

文化研究的重要视角。现阶段的地域武术文化研

究多集中于核心文化圈和固定行政区划，而边缘

地区的武术文化研究还不是热点。晋陕蒙边界地

区位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连接地带，地处

标志着农牧分界线的４００毫米等降水量线南北两

侧、黄河几字向下拐弯后的东西两岸。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气候特征形成了该地区长期有别于南北

的半农半牧的社会文化形态，成为天然的民族熔

炉。鉴于该地区经济社会形态及文化形态的整体

性，对生长于其间的武术文化进行研究，对于从

微观和中观角度分析武术文化，解读武术的文化

基因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本研究展开的基本逻辑

起点和研究的基本诉求。

２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

和表现形式

　　晋陕蒙边界地区北阻游牧，南通中原，自古

以来极具军事战略价值。因此两千多年前这一区

域就已开始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秦汉时期及以

前，中原政权将领土扩张至阴山脚下，而汉之后

三百多年中原战乱，使西北方各民族有了可乘之

机，雄据山西各地及陕西北部区域，促进了中国

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而当这些民族进

入农耕文化领地之后，在文化的交融中被中原农

耕文化不断同化，然后再与中原农耕民族一起与

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抗衡，这种南北两种文明的冲

突与融合规律让这一地区成为了中华大地上天然

的民族熔炉，这样两种文明之间的长期战争痕迹

遗存又形成了独特的长城文化。同样的，在晋陕

蒙边界地区武术这一身体文化上，也留下了两种

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痕迹。

２．１　摔跤的分途

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淳朴的游牧民族，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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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即使在长期的文明

冲突中，也依然以弓箭和弯刀作为战争工具。而

相对于兵器的简单，力量才是他们一直重视的训

练内容，所以摔跤一直是他们军事训练的重要手

段与休闲娱乐的必要内容。

摔跤也曾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中原武事训练

中。周代的讲武活动已将射御、角力作为军事训

练内容。不论是相搏、角力、斗力、角抵、手

搏、相扑、白打等，都是古代战争的一种基本训

练方法，单凭力气与技巧，赤手空拳将对手打

倒。尤其在古代民间长期流传的角抵戏，从形式

上看，与蒙古族热爱的搏克、满族的布库———也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摔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单从战争角度看，中原的徒手军事训练手段

从踢打摔拿并行的相搏，到秦时罢为 “角抵”，

再到角抵与手搏并行发展，最后是拳术套路及打

擂取而代之。同时，频繁的战争大大促进了冷兵

器的发展，兵器训练逐步占据主要地位，即所谓

“十八般兵器”（“十八”仅表示数量多），徒手相

搏技术的训练随之被列为武艺之外或十八般武艺

之末。宋代戏文 《张协状元》中一句：“十八般

武艺都不会，只会白厮打。”［１］１４３就反映的这种状

况。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徒手相搏逐渐被拳术套

路取代，拳被认为是十八般武艺的基础，拳术中

既有练技的套路，又有练力的功法；从娱乐的角

度来讲，拳术擂台赛的形式比角抵戏单一的摔法

更具观赏性；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原一直以来

受易经思想的影响，着重其变化，从后来的内家

拳术中可以看到，以柔克刚、以不变应万变成为

练武之最高境界，而且受历代重文思想的影响，

更让武术从直观 “力量之武”较力向 “点到即

止”较艺的精神层面转变。诸多因素使中原大地

本受民间热捧及军旅训练必备的摔跤运动淡出历

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受欢迎的各色拳种；而

游牧民族则因生活方式的影响将其延续至今。

换言之，摔跤这一军事训练内容原本在远古

时期两种社会形态中都备受重视并作为军事训练

的重要手段，却在两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分道扬

镳。草原环境地域辽阔，牧民逐水草而居，简单

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更注重速度与力量，弯刀

既作为生活用具，也用于战争砍杀，从实用性的

角度也能看出其军事手段重力量而非技巧，摔跤

虽是一项 “宣勇气、量巧智”［１］２６的运动，但更

主要突出力量训练。中原地势各有不同，其军事

手段以力量为基础但更注重技艺，从兵器的发展

中也可看出，刀、钺、剑等兵器各有技艺侧重；

加之农耕文化的发展，使中原人民更注重 “中”，

讲究攻防平衡、技力并重，故中原农耕文化中原

以练力为主的 “角力”最终被讲究练功与练技并

举的拳术套路取代。

２．２　冷兵器时期习射为首

马背上的草原游牧民族一直延续着狩猎的生

活方式，并作为畜牧经济有益的补充占据着他们

生活的重要地位。游牧民狩猎经验非常丰富，射

猎是众多狩猎方式中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因此，

射箭技艺作为游牧民族的生活及应战能力一直备

受重视，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培养骑射和摔跤。

《夷俗记·教战》中载：“今观胡儿五六岁时，即

教之乘马……稍长，即教之蟠鞍超乘，弯弓鸣镝

……少而弓马，长而精焉。”［２］ 《黑鞑事略》亦

载：“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

母出入……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

业田猎。”［３］这种习射尚武之风甚至体现于游牧民

族的婚俗中，当新
!

接亲出发时要面向婚车前后

方射箭，即 “射灾”婚俗，足见草原游牧文化中

射箭的重要性。

草原民族所擅长的射箭技术，也是中原历朝

历代军武所最重视的内容。从生活形态的角度

讲，原始时期弓箭 “亦工具亦武器”，而中原进

入农耕时代以后，弓箭则主要以战争远兵器的形

式存在。而为了普及，射箭甚至在古代被上升为

礼、艺的层次。 《射义》载： “射者，男子之事

也”［４］，指出射箭的重要性，男子无不习射。郑

锷：“射之为艺，用于朝觐宾燕之时，其事为文，

用于田猎攻守之时，其事为武。”［５］足见自周朝

始，射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之后，游牧民族的骑兵出奇制胜的战术在

中原地区广泛普及，以至于汉朝霍去病能带领精

锐骑兵逐匈奴于大漠。其后因战争而实行的府兵

制、武举制中，骑射、步射等射箭项目均在各科

之首列，亦反映出射箭在古代战争和军事训练中

的绝对性地位。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火器的大量使用，射箭被

射程更远的火枪、杀伤力更大的火炮取代。而在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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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明社会形态下，其作为一种狩猎工具还暂

时占据过历史舞台。火器可以射杀猎物，但没有

射箭悄无声息的自然性，但在消声器、麻醉弹等

武器被创造使用之后，射箭作为狩猎工具也最终

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现在只能以一种娱乐活动和

比赛形式被大众欣赏。

２．３　武术文化繁荣

明清是武术的大发展时期，各色拳种、门

派、民间武术家大量涌现，成就了武术文化的鼎

盛。这一时期，晋陕蒙边界地区带也同样出现了

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

晋陕北部的山地一线交通不便，古代只能靠

马车、驴车作为运输工具交通南北，路途险远，

常遇强盗，当地百姓为了自卫而习武，但因刀枪

剑等武器携带不便，便利用赶车必用的鞭杆作为

兵器［６］，并经过长期演变及武术家们的加工整

理，最终形成了具备半农半牧文化特点的独树一

帜的鞭杆武术文化形态。鞭杆及鞭杆拳是在清代

晋陕蒙边界地区发展起来的本土拳种，并因其携

带方便，时下受到健身群众的普遍喜爱。

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迅速崛起，１５—１７世

纪 “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开始了到世界各

地开辟殖民地的高潮，以及１８世纪末西方工业

革命后的商业繁荣，使得沿海地区成为了全球商

业必争之地，中华大地的对外文化冲突与交流中

心区域也随之转移。相对于之前的纷争不断，大

清帝国的长城一带却和平稳定，加之天然的灌溉

条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的流入，晋陕蒙边界地

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与经济文化大发

展，其中自然也包括武术这一身体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由于地域便利，晋商在明代就已在晋陕蒙

边界地区及更北的蒙古草原进行长期的贸易，积

累了与草原民族交流及贸易的宝贵经验。在满清

统一中国后，这种优势突显，最终确立了晋商在

内蒙古地区的商业地位。随之，在 “走西口”这

条文化交融道路上出现了大批 “晋商守护

者”———众多形意拳镖师作为晋商繁荣发展的有

力保证，为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图１）。这也是 “形意拳

在内蒙地区流传很广”［７］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１　形意拳镖师走西口路线图

　　同样，各色拳种随着武术传承者或文化传播

主体的大量流动而进入这一地区。在游牧与农耕

的边缘过渡地带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

武术这一特殊的身体文化也相互交融，形成了独

具地域特色的武术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武术文化

繁荣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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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晋陕蒙边界地区武术文化成因分析

３．１　黄河：武术文化的根基与命脉

考古史料发现，晋陕蒙边界地区的原始农

业痕迹随着仰韶温暖期的结束而消失，除了刀

耕火种对土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原因外，更

重要的是自然天气的决定因素，寒冷期来临之

后，该区域气候干旱，生存环境恶劣，晋陕之

北的地区都少有人居住［８］。直到公元前３００年

后，人们不断掌握了灌溉、施肥等农业手段，

在４００毫米等降水量之北的土地上，黄河给予

的灌溉先天优势，使农耕活动得以北移，并一

直延伸至阴山脚下，农耕与游牧在这个两种文化

的边缘地带开始了文化交融。黄河除了为这个地

区提供了自然基础外，更形成了这个地区的文化

根基。正是因为有黄河，才出现了这样一条文化

过渡及缓冲地带，这样一条长城文化带，这样一

片半农半牧的文化区域，才使中原农业人群翻越

群山、历经千难万险到这里耕种、谋生，形成了

区别于南北的半农半牧社会形态。传播者对文化

的传播是整体性的，而非选择性的，这样作为身

体文化的农耕武术文化才有了在这个地域传播与

发展的可能，与游牧民族所盛行的搏克运动等共

同构建出力量与柔美、粗犷与细腻的独特的武术

文化形态。

３．２　冲突：冷兵器时代武术技击发展的动力

原始时期，人少而兽众，人们防御野兽以获

得安全，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人们开始主动征

服野兽以获取食物，进而发展到人类之间为争夺

生存资料的主观战争，这就是武术的萌芽时期。

因为在那个时代，武是解决纷争最直接、最有效

的手段。所以，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武术的发展

与战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是战争发展的附属

品。在当时以马为交通工具、以刀箭为战争工具

的条件局限下，单兵作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冷

兵器战争给武术技击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众所周知，华夏大地上自古以来战争不断，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持续了千年之久的晋陕之北、

阴山之南的纷争。该地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

社会形态，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要素都相对单

一：中原以农业为主，土地即为最重要的生产要

素；而广袤的欧亚草原以游牧为主，草地即为最

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

同自然条件、生存环境下，争夺生产资料就成为

农耕与游牧民族发展的长期规律。草原游牧民族

“聚而成军，散而为民”的组织形式及马背上民

族的整体行进速度，都是令中原历代农耕政权担

忧的，这导致多数中原农耕政权都热衷于在边界

区域修筑长城，同时又不得不重视武备，更让生

活在这一区域的 “边民”们时刻保持着 “尚武”

“习武”的生活习俗。在冷兵器时代逝去几百年

后的今天，摔跤这一曾被冷兵器战争所重视的非

常训练手段，依然作为一种民俗活动而在这一区

域广泛流传，漠南民间广泛开展的 “博克”、山

西忻州地区长期流传的 “挠羊”等都是如此。

在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和频繁的战争中造就出

无数著名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被人世代传唱，并

从中抽取出诸如 “正义”“忠勇”“担当”“自强

不息”等武德要求，从而给武术的技击活动注入

了灵魂，鲜活地展示了生命之意义、练武之价

值，更为习武之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

武德的纽带作用下，武者与英雄之间逐步画上了

等号，抽象的英雄标准也被拿过来衡量武者，如

有武者以强凌弱、路见不平而未拔刀相助、国家

危难之际没有挺身而出等，均会被其他武者不

齿，更会被大众所唾骂。习武已经成为身体上强

健筋骨、精神上修身律己，奔向 “英雄”和 “正

义”，迈向成功的理想之路。

可见，民族的长期冲突，给中原及草原社会

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却极大地推动了武术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足发展，这是冷兵器时代

该地域及整个华夏大地武术得以传承的重要

动力。

３．３　移民：武术文化传播的载体

明代郑和下西洋叩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大门，

因贸易需求引发的争端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一

带，以至于殖民引发的全球化战争爆发后，所争

夺的焦点都远离内陆而集中在沿海口岸城市。加

之明朝后期马市、互市制度的建立，使得晋陕蒙

边界这片 “亦耕亦牧”的肥沃土壤冲突骤减，没

有了刀光剑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交融与商贸

的繁荣。与此同时，“走西口”的人口迁移带动

了包括武术在内的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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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清水河、和林格尔、托克托三县人口增长情况表 人

地区 １７６５年左右 １８５１年 １８７１年 １８８２年 １９０７年 １９５３年

清水河 １６５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４６０８ ３８８６２ ６０８４５

和林格尔 ３１８００ ３８４００ ５７２００ １０２０７２

托克托 ９０１８４ ９５２７８

表２　清代清水河等县立村数量情况表 个

时间 清水河 和林格尔 托克托 丰镇 凉城

清初 — ２６ ９ — —

顺治 ５ ４ １ １ １

康熙 １９ １６ １０ ５ １８

雍正 ２ ４ １ １４ ４

乾隆 １２ ３４ ９２ ５８ ６０

嘉庆 １ ３ ９ ７ ３

道光 ２ ２ １０ １９ ９

咸丰 １ － ６９ ４ －

同治 － ２ ５ ２ ３

光绪 ２ ３ ２２ ９ ２５

清末 － ５ ３ １ １

总计 ４４ ９９ ２３１ １２０ １２４

　　注：表１、表２数据来源于王卫东 《融会与建构》。

从表１、表２数据中也可看到移民规模的宏

大，这样大规模移民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对晋

陕蒙边界地区有着深远影响的 “移民文化”。武

术作为一种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文化也大规模 “登

陆”这个区域。

晋陕北部的黄土高原因长期开垦，环境恶

化，水土流失严重，明代已有不少人被迫外出谋

生，而明末清初的灾荒、瘟疫及战争更使该地区

人民背井离乡，谋求生存。清初受政策限制，晋

陕北部之民只能春去秋回，不能在其北部广袤肥

美之地入籍，因此被称之为 “雁行人”［９］１６。康

熙就此事称：“伊等皆朕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

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之后政策逐步开

放，至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张鹏翮出使俄罗斯

经过口外时，看到不少村落已是一派农区风

光［９］３。同治 《河曲县志》载： “蒙古准噶尔旗

地，自康熙三十六年奉上谕，河曲人稠地狭，借

来蒙古地广长六十里，按保甲法设立通事牌、甲

头，使民耕信，归河曲县管辖”。雍正十年规定：

“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耕种，收租取利者，听其

自便”。乾隆时，出口垦荒人更多，晋陕之民大

量走出口外，掀起一股移民口外的热潮，而靠近

晋陕之北长城一带的最为集中，至清末移民及其

后裔已达一百多万左右。居住方式从 “蒙与蒙

居，汉与汉居”到杂居，语言从蒙汉双语到汉语

取代蒙语，现在我们在呼和浩特及包头，听到所

用的语言基本和晋北方言相差无几，这与陕北晋

语及 “走西口”绝大部分都是晋陕之民有绝对关

系。充分说明，伴随着 “走西口”人口迁徙热潮

的是文化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

等的迁移。

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身体文化的武术也随

着 “走西口”大潮而进行传播。随着晋商在口外

的昌盛，山西武术拳种也大量 “移民”口外，朝

着 “走西口”的方沿杀虎口、清水河、托克托、

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等一线广为传播。“公

元１８６７年，在恰克图 （现在蒙古国与俄罗斯边

界）的 晋 商 茶 商 由 原 来 的 １２０ 家 减 少 到 ４

家”［１０］５７，可以看出当时这一晋商之路的繁荣及

衰落，亦可想当时有多少护镖镖师从这条商路走

过，从戴文雄给曹家护镖，李老农给曹家、孟家

护镖，车永宏护镖足迹也远至俄国伊尔茨克和莫

斯科［１０］６７，以及李太和在榆次隆泰镖局护镖于山

西、北京、内蒙一带多年［１０］２２等等不胜枚举的历

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走西口不仅是

农耕向北扩展之路，不仅是晋商在内蒙古地区的

繁荣之路，也是一条镖局的繁荣之路和武术文化

的传播之路。 《山西武术拳械录》［１１］１７９和 《内蒙

古拳械录》中同时明确：任氏螳螂拳在清代由晋

北一带传入内蒙。《内蒙古拳械录》中记载：“形

意拳在内蒙地区流行很广，追溯其根源主要是从

山西、河北传来。时间大约是清末。”［７］６ 《绥远

通志稿》卷九十六人物 （方技）载：“吴英，托

克托厅，农家子，清同治初从山东德州人孙老学

大竿枪并太祖拳。十二年，得董海川八卦走法，

技益精。”［１２］这与 《内蒙古拳械录》八卦掌描述

中：“托县已故老武术家吴英曾直接拜师董海川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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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此拳，并在当地传授多人”［７］７的说法一致。

通志稿中对吴英描述为 “同治农家子”，对其子

吴桐的介绍是回族，祖籍河北沧州，说明吴英祖

上也是 “走西口”至此的。《内蒙古拳械录》对

炮捶这样描述：“内蒙地区流行的炮捶是从山西、

北京传来的，属于 ‘于派’。民国初年，会支镖

局于锦堂，受山西军阀阎锡山聘请，到太原督军

府任武术总教官，丰镇武术家赵文虎，和于锦堂

学得此拳，并传于内蒙。”［７］８同时，八法拳也是

由赵文虎从山西八法拳创始人李德茂处习得而传

入内蒙的［１１］２１６。《内蒙古拳械录》中对查拳的描

述：“明清以来，迁居内蒙的山东、河北人将此

拳传入内蒙。”［７］１６在山西与内蒙都广泛流传的弹

腿也应该是此时期从山西流入内蒙的，从山西与

内蒙拳械录对比中可以发现：山西弹腿在清代已

负盛名，流传 “王家的枪，戴家的手，左二把的

弹腿天下走。”左昌德 （左二把）一生以保镖为

业，还曾因护镖有功受道光皇帝赐黄马褂一件及

镖旗一面。而内蒙古弹腿没有对其源流的明确记

载，但其风格特点与左二把弹腿的 “一路一法、

功架完整、左右对称”及发腿不过膝等完全一

致。十路弹腿与十二路弹腿也与左家极其相似，

不排除弹腿随着清代晋商与镖行崛起而传入内蒙

的可能。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拳种随着移民而传

入内蒙，但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明清及之后的几百年里，大量涌入内蒙古漠

南地区的移民不仅对这个地域的社会结构、经济

结构的改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更随之而来的是

“文化搬家”逐步发展为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

“文化交融”。武术作为一种与人紧密结合的身体

文化，在移民洪流中逐渐积淀下来，并形成了该

区域独特的武术文化形态，成为该区域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４　结语

晋陕蒙边界地处特殊的文化地理带，从其地

貌来看，处于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连接地

带；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它处于４００毫米等降

水量沿线，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重要界线；从人

文地理学角度，它处于北至阴山南至龙门的半农

半牧经济带，是战略要地，曾留下了长城这样宏

大的军事工程；从民族融合角度，这里是天然的

民族融合熔炉，是两种文化的渐变过渡地带。相

对于直观的地理过渡，文化的交融性和渐变性更

为明显，文化不可能像地理地域区划一样截然分

野。晋陕蒙边界地区与山西、陕西核心文化地带

相距甚远，而其文化形态也明显有别于各省核心

文化形态，而是呈现出边界地区的文化趋同及有

别于其他地域的整体文化形态。

晋陕蒙边界地区的武术文化形态同样独具特

色。晋陕之北山地造就了独特的鞭杆武术文化，

冷兵器时期长期的战争促进了这一地区人们 “尚

武”骠悍的性格，伴随 “走西口”的文化迁徙，

各色武术拳种在这一地区传播发展。在这一特殊

的武术文化形态形成过程中，黄河的滋养使农耕

文化在 “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扩张成为可

能，成为农耕思想集中体现的武术身体文化在这

一地区传播与发展的根基；边界长期的战争需要

推动了武术作为冷兵器时代军事训练手段的长足

发展［１３］，是武术技击发展的动力所在；移民是

文化传播最快的形式［１４］，与人密切相关的武术

身体文化更依附于明清以来的人口大迁移而在该

地区获得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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